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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從犯罪案件看錢貴時期地方私錢流通問題 

爬梳乾隆年間官方檔案記錄中有關私錢犯罪記錄，本文共整

理出二百一十餘起銅錢私鑄、私銷以及私販等案件。事實上，即

使清代律例中明文要求地方官員必須認真查緝違法私鑄、私銷與

私販小錢行為，並訂定各種人事獎懲罰則，藉以提升地方官員遏

阻私錢泛濫的效果，但能實心任事，認真查緝者究屬有限。相反，

地方官員因循塞責，隱匿案情等事情卻時有所聞。因此，本章所

蒐集有關私錢犯罪案件，不過是乾隆年間許多案例中的冰山一

角。惟透過這些案件的統計與檔案供詞的分析，大體上仍能反映

出乾隆年間地方私錢問題的大致面相。 

雖然目前保留下來的清代檔案史料中，有關私錢案件記錄各

個朝代多寡不同。但整體而言，相較於清初至雍正年間(見【附

表 4】)，以及十九世紀上半葉嘉慶、道光年間官方所破獲的私鑄

案件數量而言，十八世紀乾隆一朝私錢犯罪案件數量卻是相當驚

人。1由此可見，乾隆年間私錢問題的嚴重性，確實值得深入研

究的主題。而透過檔案記錄各案例與犯人供詞，可以進一步了解

乾隆年間私錢罪犯的犯案動機、涉案背景，以及面臨清朝政府取

締下所作出的對策。 

第一節  私錢犯罪案件統計資料的分析  

依據目前乾隆年間官方檔案史料記錄，查出期間私鑄、私銷

以及私販等案件共計二百一十八起，據此以每十年為一期，藉由

量化統計方式製成【表 9】，俾便於本章進行分析研究。 

                                                 
1 據清初康熙至雍正年間各朝實錄，硃批奏摺，以及起居注冊等史料所見，破獲私鑄等案件不過

20 餘宗。至於十九世紀嘉道年間私鑄等活動，據林滿紅統計亦只有 48 起，參見林滿紅，〈嘉

道錢賤現象產生原因「錢多錢劣論」之商榷──海上發展深入影響近代中國之一事例〉，收入

《中國海洋發展史論文集》(臺北，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3 年)，第 5 輯，

頁 387-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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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時間方面而言，據表中顯示，私錢犯罪案件破獲宗數

最多是乾隆三十年代。此數據具體突顯出此年代官方對私錢流通

態度，從早期寬容轉向嚴禁政策的變化趨勢，以致破獲私錢犯罪

案件因此相應急劇增加。 

【表 9】乾隆年間私錢流通案件地域分佈統計表  
單位：起  

 乾隆 1-10 年

(1736-1745)
乾隆 11-20 年 
(1746-1755) 

乾隆 21-30 年

(1756-1765)
乾隆 31-40 年

(1766-1775)
乾隆 41-50 年

(1776-1785)
乾隆 51-60 年 
(1786-1795) 

總計

廣 東 1 8  4  1 14 
福 建 7 8 1    16 
浙 江 1 1 5 35  2 44 
安 徽 2 2  1   5 
江 西 1 5 12 22  2 42 
江 蘇 1   28  4 33 
湖 南  3 1   6 10 
湖 北 3 3 3   6 15 
河 南 1 1     2 
山 東  1     1 
直 隸    1 1  2 
四 川  1  1  8 10 
貴 州 4    13 1 18 
雲 南    1  3 4 
新 疆      2 2 
總計 21 33 22 93 14 35 218

資料來源：據文後【附表 6】乾隆年間私鑄、私銷與私販案件表整理而成  

此外，乾隆十一至二十年間，破獲私錢犯罪案件數量計三十

三起亦屬不少。若從下表中私錢犯罪案件分類表進一步觀察，此

時期三十餘起案件中的犯罪類型，除私鑄銅錢以外，制錢剪邊以

及銷燬制錢案件所佔宗數最多。數據所示乾隆初年以來，清政府

經常認為制錢流通不足，錢貴問題日益惡化，與地方奸徒將制錢

剪邊私銷的印象大致相同。例如清高宗曾向各省督撫發佈上諭中

指出： 

制錢為民生日用所必需，奸棍營私射利，敢將錢質剪銼，

偷販外省，以致錢文日少，錢價益昂，殊屬不法。……著

傳諭各督撫，令其轉飭各屬員，留心稽查，如有前項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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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即查拏究處，以示懲警。事關錢法，定例綦嚴，毋得視

為具文，虛應故事。2 

所謂風行草偃，在君主的監控下，地方官員遂加強禁遏民間剪邊

私銷的違法活動，因而使得此十年間地方在取締剪邊私銷績效上

展現出可觀的記錄。 

【同表 1】乾隆年間私錢犯罪案件分類表 
單位：起 

 乾隆 1-10 年 
(1736-1745) 

乾隆 11-20 年

(1746-1755) 
乾隆 21-30 年

(1756-1765)
乾隆 31-40 年

(1766-1775)
乾隆 41-50 年

(1776-1785)
乾隆 51-60 年 
(1786-1795) 

總計

私鑄銅錢 2 10 19 78 13 21 150

剪邊私銷 2 20  16   38 

私鑄鉛錢 9 5  1 1  16 

私販銅錢 1 2 2 3  13 21 

私鑄未成 1  2 1   4 

私藏小錢      3 3 

總 計 22 37 23 99 14 37 232

資料來源：據文後【附表 6】乾隆年間私鑄、私銷與私販案件表整理而成  

上表中另一值得注意問題是私鑄鉛錢案件數量的變化。據表

中顯示，乾隆一朝私鑄鉛錢共計十六宗，其中十四宗主要集中在

乾隆朝最初二十年之內。事實上，在十八世紀銅價高昂的狀況

下，銅價貴而鉛價賤，以鉛鑄錢，不僅獲利豐厚，且能規避官方

刑責。據江西布政使富明安奏稱： 

私鑄銅錢例禁綦嚴，而私造鉛錢，以其與銅錢有間，禁令

稍寬，固屬權衡之意。但人情之趨利如鶩，奸民之巧詐日

生，以私鑄銅錢費繁罪重，錢質輕小，又易於識破，尚不

敢輕犯。惟私造鉛錢，本少利多，……，較之私鑄砂殼銅

錢，更為完美，攙和行使，難以辨別敗露。3 

然而，到乾隆二十年代以後，民間私鑄鉛錢之風漸趨止息，其原

因一方面由於官方為遏止鉛錢犯濫，正式將私鑄鉛錢罪行納入刑

                                                 
2 《清高宗實錄》，卷 332，乾隆 14 年正月甲子，頁 559。 
3 「貨幣金融」，1262-028，乾隆 26 年 12 月 18 日，江西布政使富明安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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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加以規範4，另方面亦由於新鑄鉛錢外形雖與銅錢相近，但行

使日久，染色褪落，即成無用之物，因而逐漸為市場所揚棄。在

無利可圖的情況下，私鑄鉛錢案件至乾隆二十年代後已逐漸止

息。 

關於乾隆朝私錢犯罪案件時間變化特色方面，又可以從地方

官 員 奏 報 緝 獲 人 犯 數 量 與 供 詞 中 提 到 私 錢 數 量 看 出 其 變 化 趨

勢。從二百餘起私錢犯罪案件中，將案情記錄較完整的資料整理

成【表 10】。大致可以觀察到，在乾隆三十年代以前，案中參與

人數大多在十人以下，涉及錢數亦多在數串或十餘串之間；而三

十年代以後，參與人犯數量增加，從十餘人以至上百人規模已經

出現，而涉及私錢數量，也從以往不過十餘串的範圍，增至數十

串以至百餘串之多。目前尚無法解釋在錢價昂貴的局面下，何以

私鑄規模與查獲私錢數量較少，而在錢價下跌時期，私鑄規模與

涉案錢數較多？或許與當時銅材取得容易程度有關，尚有待往後

進一步深入分析。 

                                                 
4 《大清律例通考校注》，卷 32，頁 935，「刑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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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乾隆年私鑄、私銷與私販等案件緝獲人犯數量與錢文數量表  

年份  案 犯  緝獲人數 查獲私錢數  資料來源  
1. 乾隆 5 年  顧明遠等  1 人  私販小錢 53,770 文 貨幣金融 1231-008 
2. 乾隆 9 年  阮 八等  6 人  私鑄鉛錢 8,000 文  貨幣金融 1255-023 
3. 乾隆 9 年  陳昌舜等  4 人  制錢剪邊 2,660 文  貨幣金融 1235-012 
4. 乾隆 14 年  郭萬占等  5 人  私鑄鉛錢 6,700 文  明清檔案，A171-10 
5. 乾隆 14 年  謝德恭等  9 人  私鑄銅錢 12,000 文 貨幣金融 1239-035、1239-036
6. 乾隆 14 年  王九經等  4 人  制錢剪邊 7,500 文  貨幣金融 1239-032 
7. 乾隆 19 年  濮天瑞等  不詳  制錢剪邊 7,000 文  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 7 輯，

頁 369 
8. 乾隆 19 年  彭志遠等  7 人  私鑄銅錢 14,000 文 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 8 輯，

頁 392 
9. 乾隆 20 年  王繼光等  3 人  私鑄銅錢 10,000 文 刑科史書，乾隆二十年分  
10. 乾隆 20 年  梁英敏等  2 人  私鑄銅錢 1,420 文  刑科史書，乾隆二十年分  
11. 乾隆 20 年  賈 漟等  3 人  私鑄鉛錢 15,000 文 刑科史書，乾隆二十年分  
12. 乾隆 20 年  陳恒泮等  3 人  剪 邊 私 鑄 錢 70,000

文  
刑科史書，乾隆二十年分  

13. 乾隆 28 年  許德文等  5 人  私鑄銅錢 8,671 文  明清史料，082090 
14. 乾隆 28 年  宓兆昌等  4 人  私鑄銅錢 7,008 文  明清史料，082090 
15. 乾隆 29 年  姚阿三等  9 人  私鑄銅錢 8,000 餘文 明清史料，082090 
16. 乾隆 29 年  吳登雲等  4 人  私鑄銅錢 5,018 文  明清史料，064416 
17. 乾隆 30 年  胡武彬等  3 人  私鑄銅錢 2,100 文  明清史料，063376 
18. 乾隆 32 年  元龍仔等  6 人  私鑄銅錢 4,900 文  明清史料，084456 
19. 乾隆 32 年  王裕元等  25 人  私銷私鑄錢 573,000

文  
明清史料，097256 

20. 乾隆 33 年  陳連觀等  7 人  制錢剪邊 9,800 文  
私鑄銅錢 25,300 文

明清史料，055916 

21. 乾隆 33 年  朱桂林等  16 人  制錢剪邊 7,300 文  
私鑄銅錢 18,100 餘

文  

貨幣金融 1270-007、1269-036

22. 乾隆 34 年  郭阿添等  26 人  私鑄銅錢 531,000 文 明 清 檔 案 ， A208-151； 貨 幣

金 融 1271-006、 1271-024、

1271-028 、 1272-004 、

1272-017 ； 軍 機 處 奏 摺 錄 副

10187 號  
23. 乾隆 34 年  吳顯四等  2 人  私鑄銅錢 120,000 文 貨幣金融 1274-022 
24. 乾隆 37 年  劉君錫等  11 人  私鑄銅錢 142,780 文 明清史料，045024 
25. 乾隆 59 年  張世揚等  7 人  私販小錢 270,000 文 乾隆朝上諭檔，第 17 輯，頁

313 
26. 乾隆 59 年  劉榮厚等  100 餘人 查獲私鑄錢 293,000

文  
破碎小錢 6,700 斤  

貨 幣 金 融 1344-022 、 025 、

026、028；1345-005、006、

018、020；1346-003、005、

007、027 
27. 乾隆 60 年  余 廣等  5 人  私販小錢 336,000 文 貨幣金融 1348-018 
28. 乾隆 60 年  張毓秀等  2 人  私販小錢 60,000 文 貨幣金融 1348-018 
29. 乾隆 60 年  陳樹揚等  不詳  私販小錢 213,000 文 宮 中 檔 乾 隆 朝 奏 摺 ， 第 74

輯，頁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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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地域方面而言，隨著時間的變化，也顯示出私錢犯

罪地域轉換的特色。據【表 9】顯示，乾隆二十年以前，私錢犯

罪查獲較多地區以閩、粵、贛三省為主；至二、三十年代，除江

西以外，江蘇、浙江兩省破獲私錢犯罪案件快速成長，也因此成

為乾隆中期清廷整頓小錢問題的重心區域；自乾隆四十年代到乾

隆末期，長江中、上游湖廣、川、黔、滇諸省則相對其他省份而

言，民間私鑄與私販活動顯得更形活躍。 

私錢犯罪區域的變化，顯示出從乾隆初年的華南閩粵贛區

域，到乾隆中期的東南沿海江浙地區，而又轉向乾隆晚期的長江

中、上游華中與西南諸省。在乾隆初年官員所留下的相關史料顯

示，閩粵贛三省地方在當時流通小錢具有密切關連性。如乾隆初

年吏部尚書汪由敦(?-1758)在一次殿試所擬的策問中，透露著閩

粵贛三省貨幣流通體系的一致性： 

二十年前，兩局之錢，南不越江淮，謂之黃錢，其江以南

所使者，青錢也，而江西閩廣之間，則間用古錢。5 

又如乾隆十四年(1749)廣東巡撫岳濬奏稱： 

江西閩廣界址毗連，而山海愚民罔知法紀，且廣東從前民

間多用雜字古錢，質薄而小，制錢難以攙和。遂有不法奸

民，自剪銼以圖微利，又因本省查禁甚嚴，復有夾帶出境

之事。6 

岳濬奏摺反映出贛閩粵三省因地理上相連關係，以致雜字古錢、

剪邊錢在三省之間蔓延流通。事實上，康熙年間廣東地方錢局所

鑄小制錢7，稱為「小廣錢」8，曾是江西民間貨幣市場的寵兒。

                                                 
5 汪由敦，《松泉集》，卷六，「策問」，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類。 
6 「貨幣金融」，乾隆 14 年 3 月 18 日，廣東巡撫岳濬奏摺。 
7 有關康熙年間廣東鼓鑄情形，見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館藏，「史館檔」，景方昶纂輯，「食貨志」，

錢法，省局鼓鑄一；《清朝文獻通考》，卷 14，錢幣二，考 4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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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巡撫陳弘謀描述該省貨幣流通情況時曾說： 

江西一省，自來大制錢流通甚少，民間所用，俱係小廣錢，

又攙搭惡劣不堪，略具形質之剪邊、鵝眼、砂板等錢。9 

至於乾隆初年福建當地私鑄鉛錢，更是廣泛流通於閩粵贛三省

中。10然而，從二十年代以後，相對於閩粵兩省私錢犯罪日趨減

少，江西破獲案件卻持續增加，而與江浙地區成為三十年代官方

整治小錢重心地區。閩粵兩省在乾隆二十年代後何以私錢犯罪案

件銳減？或許與當時外國銀圓流通增加有關。由於外國銀圓以其

個數計算，而價值成色相對銅錢穩定的優點，遂逐漸取代銅錢且

進而抑制私錢發展的空間。 

至於長江下游的江浙地區，如乾隆三十四年(1769)高宗針對

江浙地區官員所發下的上諭： 

江浙等省攙用儇薄小錢，傳諭各省督撫實力查禁。近聞各

處民間仍前行使，此風並未止息，而蘇州地面為尤甚。11 

從上諭中反映乾隆三十年江浙地區私錢流通較他省嚴重，而此區

商業活動頻繁，人口集中，成為三十年代私錢流通的淵藪。 

                                                                                                                                            
8 據廣東巡撫策楞指出，小廣錢，又曰紅錢，康熙年間所鑄之小制錢。見《清高宗實錄》，卷

232，頁 3-7，乾隆 10 年正月辛巳。 
9 「貨幣金融」，乾隆 7 年 7 月初 7 日，江西巡撫陳弘謀奏摺。 
10 陳自強，〈福建私新錢──讀史隨筆〉，《海交史研究》，1999 年，第 1 期，頁 129-130。 
11 《清高宗實錄》，卷 837，乾隆 34 年 6 月戊辰，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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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案犯涉案動機之分析 

在清代官方檔案有關私錢犯罪的奏摺與題本等史料中，留下

案犯審訊過程的供詞，從中透露出乾隆年間私錢案犯的涉案動

機，藉此一窺傳統中國私錢犯罪史的特色。 

如黑田明伸指出，由於政府對調控地方市場貨幣供需體系缺

乏靈活彈性，因而為私錢提供流通的空間，也使得民間私鑄私銷

活動禁而不止。12在私鑄有利可圖，人民使用私錢積習相沿的情

況下，形成地方私鑄活動禁而不止的現象。透過官方檔案相關資

料記錄，深入了解當時私錢罪犯涉案動機，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

三方面： 

1. 貧困所迫  

在官方檔案中，往往將私錢罪犯稱作愚民、遊惰小民。根據

人犯供詞指出，其私鑄動機，大多迫於生計，貧困難以度日。 

【案例一】乾隆十三年(1748)廣東謝德恭等人私鑄案 

乾隆十三年廣東增城縣水南村緝獲謝德恭等人私鑄案，據該

省按察使吳謙鋕會同布政使赫慶審得該犯所以起意私鑄，即由於

貧苦無聊，糾合同村謝姓族人凑本入夥，砌爐私鑄，計鑄成私錢

不過 1,200 文，即被查獲。13 

【案例二】乾隆二十八年(1763)浙江許德文私鑄案 

發生在浙江海寧縣許德文私鑄案例，亦因貧難度日，與熟悉

交好之宋惠昭商議私鑄，先後鑄得私錢 8,671 文分用，許德文令

其弟許鳴皐，將私錢 4,000 文帶進城中攙用買物，即被拏獲。14 

                                                 
12 黑田明伸，〈乾隆の錢貴〉，頁 72-73。 
13 「貨幣金融」，1240-022，乾隆 14 年 8 月初 7 日，廣東巡撫岳濬奏摺。 
14 「明清史料」，082090，乾隆 30 年 5 月 30 日，浙江巡撫熊學鵬題本。 



 139

【案例三】乾隆三十年(1765)浙江胡武彬私鑄案 

乾隆三十年浙江仁和縣地方查出胡武彬私鑄，據該犯供稱原

當幫工，因患病無法工作，家裡窮苦無奈，與妻子金氏，姪兒胡

明玉起意私鑄，分別在乾隆三十年三月十五、十六兩夜，四月十

四日夜共鑄錢 2,100 文，所鑄錢文攙在大錢內，陸續拿到河下換

與過往不知姓名客船上。15 

【案例四】乾隆三十三年(1768)四川徐斌然私鑄鉛錢案 

與胡武彬情況相近，乾隆三十三年(1768)四川巴縣緝獲徐斌

然的私鑄鉛錢案，與妻余氏因家貧起意私鑄，共鑄鉛錢 2,000 文。

16 

【案例五】乾隆三十三年(1768)浙江湯大林制錢剪邊案 

浙江仁和縣地方查獲湯大林制錢剪邊案，據供亦稱困貧難

度，遂起意將制錢剪邊，將碎銅出賣以獲利。17由於湯大林案事

涉私燬制錢重罪，按例應擬斬決，浙江地方乃將全案移交中央刑

部辦理。此案在明清內閣大庫檔案史料，保存著當時刑部尚書劉

統勳核擬記錄，因此得以進一步了解湯大林制錢剪邊案的詳細內

容。18據審湯大林又稱徐大林，經營棉布貿易，得悉許玉山意欲

私鑄需銅，遂將家存破銅杓五兩，並挑出大青錢剪得碎銅九兩，

以 98 文賣予許玉山，其後又剪錢 90 文，得碎銅五兩九錢，尚未

售出，剪下錢心在購買棉花時攙和用去。在本案供詞中，難得地

透露出制錢剪邊錢犯使用的工具與過程。據供： 

十二月初二日夜，獨自一人挑出大青錢九十五文，用桑剪

                                                 
15 「內閣大庫原藏檔案明清史料」，063376，乾隆 30 年 9 月 26 日，浙江巡撫熊學鵬題本。 
16 四川檔案館編，《清代巴縣檔案匯編(乾隆卷)》 (北京，檔案出版社，1991 年)，頁 332-334。 
17 「貨幣金融」，1269-036，乾隆 33 年 12 月 16 日，浙江巡撫覺羅永德奏摺。 
18 「明清史料」，026039，乾隆 34 年 7 月，刑部尚書劉統勳副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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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得錢邊九兩，……復思再剪，因執剪手疼，隨設法在於

舊板凳上，鑿洞穿繩，一頭將繩管住剪刀，擱於凳上，一

頭在於凳下，做就繩套，用腳踏住試剪，甚為便利。遂於

初四日夜，又剪錢九十文。19 

從以上五個案例，不論是私鑄銅錢、私鑄鉛錢，還是制錢剪邊，

案中錢文數量俱相當有限，大多在千餘文至數千文之間，私錢犯

罪規模亦較小。此外，供詞中各犯皆聲稱涉案原因出家貧困苦，

迫於生計而起意私鑄。究竟此一因素為案犯真正動機，抑或規避

刑責以圖獲取行審官員罔開一面？從供詞本身畢竟難以得到證

明。事實上，就史料顯示，案犯供詞並未影響官方的審理與擬罪

結果，各案人犯最後皆依例處以應得懲罰。 

2. 貪圖私利  

相對起因於家貧所迫意圖私鑄的涉案人犯，貪心圖利更是許

多案犯的主要動機。因此在私錢犯罪案件上數量亦最多。這些犯

人往往在嗜利之心驅使下，認為私鑄有利可圖，剪邊私銷獲利甚

厚，利用省際間販運私錢謀利等各種方式，在本小利多的心態

下，甘蹈法網。 

【案例一】乾隆五年(1740)江蘇查獲顧明遠走私私錢案 

在江蘇淮安地區查獲走私小錢的顧明遠，即利用省際間錢市

價格差異，在安徽運漕地方錢行內，以私錢每串六、七錢低價，

買入沙板小錢 53,770 文，企圖整船運往浙江以一兩一錢市價賣

出，利潤高達 67%-83%，惟在江蘇淮安地區即被盤獲。20 

【案例二】乾隆十四年(1749)廣東謝芳長轉售鉛錢案 

                                                 
19 同前註。 
20 「貨幣金融」，123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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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隆十四年廣東東莞縣仁和墟謝芳長案例中，同樣體現出小

民貪圖小利，不惜以身試法的嗜利之心。據謝芳長供稱，平日買

瓜生理，巧遇相識增城縣民郭萬占，以 3.68 兩代價買進鉛錢 6,700

文，想要轉販圖利。謝芳長隨後以 4.1 兩賣予經營雜貨的葉亞貴，

而葉又再以 5.63 兩轉售予菜販萬亞二。案例中涉案人犯都是地

方市場中小商販，私錢交易數量亦甚有限，轉手之間所獲僅是錙

銖之利，反映涉案人犯趨利的心態。21 

【案例三】乾隆二十二年(1757)福建盤獲鄭得走私寬永錢案 

福建省閩縣人鄭得違法走私寬永錢案中，同樣顯現人民追求

私利的現實性格。案中鄭得供稱，乾隆二十二年初隨朝廷冊封使

前往琉球，充當吹手，見當地寬永錢文價值平賤，以每兩兌錢

1,667 文，共用銀 87 兩，兌錢 145 串，見內地錢價高昂，希圖帶

回謀利。22 

【案例四】乾隆三十年(1765)江西楊蔚然私鑄案 

據署理江西巡撫明德題稱，審得楊蔚然，又名楊維倫，江西

星子縣人，平日耕種度日，與行販湖北黃梅縣人劉蒼平、劉桂芳

認識，得知劉蒼平等人會鑄錢，而劉蒼平等以私鑄利厚，遂合夥

起意私鑄。共鑄砂錢 5,080 文，楊蔚然見所鑄小錢輕薄破碎，又

合算銅價、火工，劉蒼平等人又分去一半，沒甚利息，就不願再

鑄。將分得 2,580 文，逐日零星攙用，又拿到吳鎮攙在制錢內，

向不知姓名攤上買了幾件衣服與零物用去，餘錢俱質薄不堪行

使，隨手棄置瓦罐之內，不久即被搜獲。23 

【案例五】乾隆三十四年(1769)廣東陳茂榮走私私錢案 

                                                 
21 《明清檔案》，A171-10，032329 號，乾隆 16 年 3 月 27 日，刑部尚書阿克敦題本。 
22 「貨幣金融」，1249-017，乾隆 22 年 4 月初 3 日，閩海關副都統曹瑛奏摺；1249-018，乾隆

22 年 4 月初 4 日，福建巡撫鐘音奏摺。 
23 「明清史料」，064416 號，乾隆 30 年 7 月初 2 日，署理江西巡撫印務江蘇巡撫明德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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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榮走私私錢案，更是一個代表性案例，其中更牽連出廣

東民人郭阿添、施阿越糾眾私鑄的案外案。因此，此案涉及人數

之多，私錢數量之夥，而人犯遍及浙江、廣東兩省，在乾隆中葉

以前，堪稱罕見。24據緝獲廣東潮陽縣人陳茂榮供稱，乾隆三十

三年底，與友人魏端顯欲共赴浙江辦貨營商，因置貨乏本，在魏

的慫恿下，以浙江小錢獲利頗重，遂起私販小錢，透過監生姚開

利輾轉借得施阿越等人所藏私錢 298 串，租船運往浙江辦貨使

用。 

適浙江地方本年連續破獲多起私鑄案件，官方緝捕嚴緊之

際，舖戶商民不敢收授。陳茂榮等人航抵浙江平湖縣乍浦地區

後，因當地小錢不能使用，只在零星買物用去小錢十餘串，所餘

小錢欲往當地順聚號布店置買標布四十八筒，需制錢 107 串餘，

陳願以 228 串餘小錢低價折換，惟布店因小錢禁用未允，但許將

來待禁令稍寬，小錢能夠出脫，即把布匹寄廣，如不能消用，待

往後來乍時取回。據順聚號布店金長觀許其將小錢寄存下來原

因，供稱：「小錢雖禁用已久，民間平素行使，大概每千大錢，

內攙搭小錢百餘文，仍俱通用」25，又說：「緣廣東生意有利，若

欲剔去小錢，買賣即不能成，是以收下」。26 

由此可見，私錢的廣泛流通，從私鑄犯人、客販商人以及地

方店舖，各人在自身利益考量下，形成相互間結構共犯。在浙江

巡撫覺羅永德奏摺中，珍貴地記錄著廣、浙兩地民間小錢式樣的

差異。據摺內奏云： 

                                                 
24 關於本案官方檔案史料，見「軍機處奏摺錄副」，010187 號，乾隆 34 年 6 月 29 日，李侍堯、

鐘音奏摺錄副；《明清檔案》，A208-151，024412 號，乾隆 34 年 10 月 14 日，刑部尚書劉統勳

副摺；「明清史料」，191022 號，乾隆 35 年 4 月初 9 日，大學士尹繼善題本；「貨幣金融」，

1271-006，乾隆 34 年 5 月初 9 日，浙江巡撫覺羅永德奏摺；1271-028，乾隆 34 年 7 月初 6 日，

浙江巡撫覺羅永德奏摺；1272-004，乾隆 34 年 8 月初 9 日，兩廣總督李侍堯、廣東巡撫鐘音

奏摺；1272-017，乾隆 34 年 9 月 12 日，浙江巡撫覺羅永德奏摺。 
25 「貨幣金融」，1272-017，乾隆 34 年 9 月 12 日，浙江巡撫覺羅永德奏摺。 
26 「貨幣金融」，1271-028，乾隆 34 年 7 月初 6 日，浙江巡撫覺羅永德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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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驗陳茂榮所寄之錢，係光邊大方眼，字跡糢糊，與浙省

破案私錢不同。且廣東串繩係一律統蔴所成，亦與浙省草

索錢串各別。27 

在另一份奏摺進一步描述到： 

錢串係統麻結成，每串底下俱有環圈，若將錢圍在腰間，

只須將串頭餘繩穿入圈內縛住，即可行路，確係廣東潮州

式樣。28 

經由檔案記錄，留下乾隆年間各地私錢攜帶方式，以及私錢式樣

的地域性格。 

【案例六】乾隆三十四年(1769)浙江陳連觀剪邊私鑄案 

據浙江海寧縣人陳連觀供稱乾隆三十二年辭去幫工，改以販

賣糧食生理，至三十三年底，因販米利微，才起意私鑄。糾約杜

倫三等人，共鑄錢 11,300 文，將其中小錢 10,000 文以六二折低

價換予販買棉花之徐勝，得大制 6,200 文，惟核計工本，獲利無

多，輒起意剪邊。共剪大制錢 9,800 文，得碎銅 47 斤，復開爐

私鑄，得錢 14,000 文，連同錢心，逐日收買糧食時攙搭使用，

隨經該縣訪拿緝獲。29 

以上六個案例中，大致可以看出，涉案者除了案例四中楊蔚

然務農為生外，大多屬於一般行販小商，或地方市場上零售小

販，殷實商人涉案究不多見。私錢罪犯利用日常交易買賣之便，

將私鑄錢文攙雜使用，從中謀利。從案件顯示，私錢罪犯為謀取

些微薄利，精打細算，反映出小民商販現實生活性格。 

3. 對商貿前景的悲觀心理 
                                                 
27 「貨幣金融」，1271-006，乾隆 34 年 5 月初 9 日，浙江巡撫覺羅永德奏摺。 
28 「貨幣金融」，1271-028，乾隆 34 年 7 月初 6 日，浙江巡撫覺羅永德奏摺。 
29 「明清史料」，055916 號，乾隆 34 年 11 月，刑部尚書官保等副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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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經營好壞端賴於經濟景氣的起伏，而受到景氣波動影響

下的小民商販，也因對商業前景悲觀進而起意私錢犯罪行為。在

他們留下的供詞當中，經常提到生意清淡、生意淡薄、生理艱難

為由從事私錢犯罪活動。 

【案例一】乾隆十六年(1741)廣東郭萬占私鑄鉛錢案 

廣東增城縣人郭萬占，平日打造鐵器生理，因折本沿村改販

舊鉛器營生，但生意清淡，乾隆十四年(1749)搭渡船回家途中，

偶遇廣西蒼梧縣人馮亞六，知他從前充過爐匠，會鑄錢文，遂起

意私鑄。30 

【案例二】乾隆三十二年(1767)江蘇王裕元剪邊私鑄案 

據江蘇巡撫明德奏稱乾隆三十二年查獲王裕元合夥剪邊一

案，據王裕元供稱，係浙江會稽縣人，向在蘇杭一帶生理。三十

二年七月間往蘇販賣毡貨，遇見顧雲模，言及毡貨昂貴，恐致虧

本，遂與顧雲模商酌私鑄小錢，並邀素識之余士秀等人入夥，購

買廢銅，閏七月開爐私鑄，共鑄錢 573 串，除賣予米舖、錢舖外，

其餘陸續於買辦銅鉛食物，並賣予過路船客用去。八月中旬銅鉛

用完，王裕元起意銷燬制錢，不久即被官兵查獲。31 

【案例三】乾隆三十四年(1769)江蘇何俊良制錢剪邊案 

乾隆三十三年 (1768)底，江蘇泰興縣何俊良，向開豬行生

理，認識豬戶燕天悅。時燕天悅往何俊良行內收帳，何俊良談及

生意清淡，燕天悅告知張林瑞意欲私鑄需銅，遂合夥措本，凑錢

剪邊，得錢邊錢每斤 80 文，由燕天悅帶回出售。後被訪聞拿獲。

                                                 
30 《明清檔案》，A171-10，032329 號，乾隆 16 年 3 月 27 日，刑部尚書阿克敦題本。 
31 《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 28 輯，頁 172-175，乾隆 32 年 9 月 16 日，江蘇巡撫明德奏摺；「明

清史料」，097256 號，乾隆 34 年 10 月初 5 日，刑部移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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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以上各案例中涉案罪犯，其商貿規模亦屬相當有限。案例中

據審各犯供稱皆為首次犯案，即被緝獲，這些理由是否可信值得

存疑。但從案件內容觀之，行販客商在面對地方市場商業變動，

物價起伏不齊，因而對經營前景悲觀心理下，經不起他人慫恿而

涉案。當然，這些行商客販供詞中起意犯案，是由於生意清淡，

時價不齊等原因誘發私鑄，還是本身貪心圖利，僅憑案犯一面之

辭究難分辨。但透過供詞分析，得以了解到地方人民感受經濟景

氣變化影響下因而涉案的因素。 

                                                 
32 「明清史料」，024218 號，乾隆 34 年 9 月初 10 日，刑部尚書劉統勳副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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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案犯社會階層之分析 

由於銅錢流通範圍主要以地方市場圈為其核心，具有顯著地

域色彩，因此私錢犯罪案件當中的主人翁，大多具有地方性經濟

團體與社會人際網絡；再者，由於銅錢為人民日常零星交易之

用，因此體現在私錢罪犯涉案社會成員或經濟組織，明顯看出與

人民生活基本需求行業有關。因此，在二百餘宗私錢犯罪案件

中，本節將進一步討論涉案犯人社會階層，俾能深入了解私錢犯

罪的社會性格與特質。 

1. 退役爐匠  

在以往有關私鑄研究中，經常指出中國鑄錢技術原始簡單，

是民間私鑄與私錢猖獗的背景。33然而，當我們審視私錢犯罪案

件中，不少從事打造銅鉛業務匠人，以及來自退役錢局的爐匠參

與其中。例如乾隆十九年(1754)湖廣總督開泰即提到： 

伏察私鑄一事，非習見者不能。現今各省多已設爐鼓鑄，

局中需用匠役眾雜，良頑不等。遇有事故革逐，若輩慣於

工作，別無生計，因而勾結游手，潛行私鑄。34 

又乾隆二十六年(1761)湖南按察使嚴有禧同樣也奏稱：  

查私鑄案內，多由退役爐匠從中作奸。……緣伊等熟諳鑄

務，一經革退，無路營生，或被人勾引，或起意效尤，貪

利忘害，肆其伎倆，是防範爐匠，實為清理私鑄之源。35 

 

 

                                                 
33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頁 9-10；王光越，〈試析乾隆時期的私鑄〉，頁 97。 
34 《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 8 輯，頁 599，乾隆 19 年 5 月 26 日，署理湖廣總督開泰奏摺。 
35 「貨幣金融」，1260-003，乾隆 26 年正月初 6 日，湖南按察使嚴有禧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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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私鑄案犯錢匠人名表  

時 間 犯案地點 案 由 爐匠名字 錢局省份 資料來源 

1. 乾隆 14 年 廣東東莞縣 郭萬占私鑄案 馮亞六 不 詳 《明清檔案》，A171-10，刑部尚書阿克敦

題本 

2. 乾隆 16 年 四川 爐頭偷盜官銅私鑄案 余 本 四川錢局 「明清史料」，100282，湖北巡撫恒文移會

3. 乾隆 19 年 湖南長沙縣 饒宗廉私鑄案 陳連士

邱必龍

廣西錢局 「貨幣金融」，1260-003，湖南巡撫嚴有禧

奏摺 

4. 乾隆 25 年 湖南衡山縣 陳希榮私鑄案 陳希榮 廣西錢局 同上 

5. 乾隆 28 年 浙江海寧縣 許德文私鑄案 宋惠昭 福建錢局 「明清史料」，082090，浙江巡撫雄學鵬題

本 

6. 乾隆 29 年 浙江山陰縣 施文惠私鑄案 宋惠昭 福建錢局 「明清史料」，082090，浙江巡撫雄學鵬題

本 

7. 乾隆 29 年 湖北德化縣 吳登雲私鑄案 劉蒼平 不 詳 「明清史料」，064416，江蘇巡撫明德題本

8. 乾隆 29 年 江西星子縣 楊蔚然私鑄案 劉蒼平 不 詳 「明清史料」，064416，江蘇巡撫明德題本

9. 乾隆 30 年 浙江仁和縣 胡武彬私鑄案 胡武彬 不 詳 「明清史料」，063376，浙江巡撫雄學鵬題

本 

10. 乾隆 33 年 江蘇泰興縣 吳士進私鑄案 陶四 浙江錢局 「明清史料」，024218，刑部尚書劉統勳副

摺 

11. 乾隆 33 年 江蘇泰興縣 張林瑞私鑄案 陶四 浙江錢局 「明清史料」，024218，刑部尚書劉統勳副

摺 

12. 乾隆 33 年 浙江海寧縣 陳連觀私鑄案 陳連觀 江蘇錢局 「明清史料」，055916，浙江巡撫永德題本

13. 乾隆 33 年 四川巴縣 徐斌然私鑄案 徐斌然 四川錢局 《四川巴縣檔案》，頁 332-334 

14. 乾隆 58 年 貴州桐梓縣 老鴉窩私鑄案 劉榮厚 貴州錢局 「貨幣金融」，1345-006；1345-018 

檔案所留下許多私鑄案件相關奏報中，對於遭遇革斥或因病

辭退的錢局爐匠，雖然中央曾立下規條，要求對該匠所屬原籍地

方官員留心稽查，加以約束防範，但實際大多徒具空文。在前節

引述諸案例，參與私鑄內多曾充當官方錢局鑄匠，或在錢局工作

逐漸熟悉鑄錢技術人犯。這些爐匠在退役以後，由於生活並未獲

得改善與保障從是私鑄。 

【表 11】整理出乾隆年間私錢犯罪案件中涉案的退役錢匠

名單，透過官方奏報或人犯供詞分析，這些錢匠在退役後所以從

事不法私鑄，其原因不外乎：一、迫於生計無奈，起意私鑄；二、

另一因素是經有心人事鼓動慫恿下，利用其鑄錢技術從事不法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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鑄。 

例如乾隆三十年(1765)浙江仁和縣胡武彬，以及乾隆三十三

年(1768)四川巴縣徐斌然私鑄案，即因家境貧困，起意私鑄。據

胡武彬被拿獲後供稱，其父胡大海曾在錢局工作，而胡武彬亦隨

父在內相幫，學會鑄錢方法。36而徐斌然也由於曾在四川錢局幫

工，學會鑄錢，但據徐斌然稱因手藝未熟生疏，因此案中私鑄錢

文數量有限。37 

上述兩個案例，基本上只是退役錢匠因受迫於生活拮据，私

下砌爐開鑄。但在更多案例所反映的，是許多退役爐匠在朋友鄰

右一些趨利之徒的鼓動慫恿下，不惜以身試法。例如乾隆十四年

(1749)廣東增城縣民郭萬占夥同私鑄的馮亞六，就是郭利用馮亞

六曾充當錢匠的背景，慫恿私鑄。38而乾隆二十六年(1761)湖南長

沙縣查獲陳連士、邱必龍兩人都曾在廣西錢局充當爐匠，在饒宗

濂窩藏利誘下進行私鑄。39 

由於鼓鑄錢文需要一定技術，包括看火，掌鉗，製模，翻沙、

搧風、打炭、刮沙、磨錢、篩銅等各有程序。其中看火，掌鉗，

製模，尤須熟習鼓鑄之人才能達成。乾隆二十二年(1757)湖北巡

撫盧焯所言： 

私鑄各案，內凡係掌鉗看火，製造錢模土罐之奸民，悉屬

曾充錢局爐匠，諳曉鼓鑄之人。或因事革退，或自願歸農，

不法奸徒知其向在錢局，勾引入夥。伊等亦深悉鑄務，因

而結夥潛藏，恣行私鑄。且伊等洞悉制錢銅質之厚薄，剪

                                                 
36 「明清史料」，063376，乾隆 30 年 9 月 26 日，浙江巡撫熊學鵬題本。 
37 四川檔案館編，《清代巴縣檔案匯編(乾隆卷)》，頁 332-334。 
38 《明清檔案》，A171-10，032329 號，乾隆 16 年 3 月 27 日，刑部尚書阿克敦題本。 
39 「貨幣金融」，1260-003，乾隆 26 年正月初 6 日，湖南按察使嚴有禧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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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銷燬以充私鑄，技更習熟。40 

因此，通曉鑄錢的爐匠堪稱奇貨可居，成為起意私鑄奸民爭取對

象。從若干案例可以看到，不同地區破獲的私鑄犯罪，都存在同

一錢匠的身影。例如乾隆二十八年(1763)浙江海寧縣許德文，與

二十九年(1764)浙江山陰縣施文惠兩起私鑄案，錢匠宋惠昭皆有

涉案。41同年湖北德化縣吳登雲與江西星子縣楊蔚然兩起私鑄案

中，錢匠劉蒼平亦皆涉及其中。42據楊蔚然供詞，劉蒼平鑄手熟

稔，且自備一套鑄錢器具，呈現出一個職業私鑄犯的模樣。又如

乾隆三十三年(1768)江蘇泰興縣官方先後究出吳士進與張林瑞兩

起私鑄案，同樣也反映出案中私鑄人犯對錢匠的重視。案中自浙

江錢局退役的陶四，在吳士進的唆使下合夥私鑄，並提供有意私

鑄人犯燕天悅鑄錢帳料清單，其後在吳士進的荐引下，以工錢四

千文雇覓陶四，協助張林瑞等人在家私鑄。 

透過朋友間引荐所構成的人際網絡，使退役錢匠在私錢犯罪

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雖然在官員奏摺中對相關人物的描述過於

簡略，甚至在某些案件的記錄中語焉不詳，為本文判定某些人物

是否具有錢匠背景增添困難。但透過上述各個案例顯示，退役錢

匠在私錢犯罪案件中，具有相當密切的關連性。誠如前引湖南按

察使嚴有禧所言：「防範爐匠，實為清理私鑄之源。」 

2. 錢行舖商  

假如將私鑄、剪邊等罪犯視為私錢犯罪的源頭，則錢行舖商

無疑是私錢犯罪過程上的中繼站。如乾隆二十四年(1759)江西巡

撫阿思哈具奏指出： 

                                                 
40 「貨幣金融」，1249-022，乾隆 22 年 4 月 16 日，湖北巡撫盧焯奏摺。 
41 「明清史料」，082090，乾隆 30 年 5 月 30 日，浙江巡撫熊學鵬題本。 
42 「明清史料」，064416 號，乾隆 30 年 7 月初 2 日，署理江西巡撫印務江蘇巡撫明德題本。 



 150

私鑄之人，本犯不能直為行使，必藉舖戶收買，攙入制錢

之內兌換，彼此獲利。有此出售之路，是以奸民每每冒

法。……如果舖戶不敢收買，其私鑄之犯斷不能竟自行使。

43 

而乾隆二十九年(1764)江西巡撫明德也提到： 

作奸者眾，必須錢行當舖，並米糧鹽布等舖戶，絕不交易

私錢，勢乃自止。44 

此外，如乾隆三十年(1765)江蘇按察使朱奎揚奏稱： 

民間使用錢文，均由錢舖、錢庄躉販零銷，其攙和行使，

實由經紀舖戶向私鑄、剪邊之人賤價收買。更有奸徒在於

別省，將私鑄、剪邊，輾轉販運，密售舖戶，是民間之行

用私錢，實由舖戶為之厲階。45 

據官員觀察所得，錢行舖戶在私錢流通上具有關鍵性的地位，是

私鑄犯或剪邊者銷贓的重要管道之一。錢行舖戶由於以低價買進

私錢，而以市價賣予兌換民眾，從中獲得豐厚利差，遂在私錢犯

罪過程中與私鑄剪邊之徒構成彼此之間的共犯結構。 

在地方金融體系中，錢舖錢桌業務之一，主要是從事地方商

民間的銀錢兌換，他們熟悉錢文品種，精於良質銅錢與劣質銅錢

之別，因此更容易使不法錢商涉及私錢犯罪的勾當。就所見案例

中，私錢罪犯利用熟悉錢舖作為銷贓管道，而某些則自行在渡口

集市擺設錢桌，兌予來往行商旅客。由於錢舖經營規模大，錢桌

則相對較小，因而案件中凡緝獲私鑄人犯與錢數較多的情況，一

                                                 
43 「貨幣金融」，1255-011，乾隆 24 年 3 月 17 日，署江西巡撫阿思哈奏摺。 
44 《清高宗實錄》，卷 707，乾隆 29 年 3 月辛巳，頁 904。 
45 《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 25 輯，頁 163，乾隆 30 年 6 月初 6 日，江蘇按察使朱奎揚奏摺；「明

清史料」，079483 號，乾隆 30 年 6 月 24 日，刑部移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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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皆有錢舖涉案。相對地，人數與私錢數量較少，則大多屬於錢

桌銷贓形式。 

先言錢桌方面的案例。如乾隆十四年(1749)湖北江夏縣拿獲

剪邊錢犯王九經，案犯本身經營茶匙舖，與妻周氏，店夥陳之田

將制錢剪邊，共剪邊 7,500 文，所得碎銅打造茶匙貨賣，而將剪

下錢心陸續換予河下客人或錢桌，攙入制錢內行使。46又如乾隆

三十年(1765)浙江仁和縣私錢案犯胡武彬，將鑄得鉛錢共 1,300

文，拿到河下擺設錢桌，攙入大錢之內，換予過往不知姓名客船。

47 

在私錢罪犯與錢舖勾結的案例中，乾隆三十二年(1767)江蘇

地區查獲王裕元等人、以及三十三年(1768)廣東審出郭阿添、施

阿越等人的私鑄案最具代表性，兩案的共同特點是私鑄錢數量之

多，涉案人犯之眾，且透過熟悉錢舖替其掩護銷贓。在王裕元案

例中，涉案人犯多達 26 人，共鑄私錢 573 串，其中將鑄出錢文

陸續售賣於周繼良米舖 85 串，王星友錢舖 120 串，王大生錢舖

90 串，餘錢除抵還債務外，尚餘 100 餘串，則由案中人犯余士

秀擺設錢桌，陸續賣與過路船上客商。48至於廣東郭阿添等人的

私鑄案中，涉案人犯亦多達 26 人，而所鑄私錢，則透過素相熟

悉的林阿山所開設京果錢舖運回攙用販售。49 

由於錢舖錢桌主要從事銀錢兌換業務，透過這些地方性的金

融組織，可以將私錢順利銷贓變賣。然而，除了金融組織以外，

一般地方經營零售業的舖戶，也成為私錢罪犯洗錢的途徑。在整

理現有的檔案記錄行舖中，種類繁多，包括茶匙舖、銅舖、雜貨

舖、米舖、布店、緞店、豬戶、船戶等，形形色色。這些舖戶商

                                                 
46 「貨幣金融」，1239-032，乾隆 14 年 4 月 12 日，署湖廣總督新柱奏摺。 
47 「明清史料」，063376，乾隆 30 年 9 月 26 日，浙江巡撫熊學鵬題本。 
48 「明清史料」，097256，乾隆 32 年 10 月初 5 日，刑部移會。 
49 「貨幣金融」，1272-004，乾隆 34 年 8 月初 9 日，兩廣總督李侍堯，廣東巡撫鍾音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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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部份或與私錢罪犯屬個人朋友情誼，惟大多則起引於圖利心

態下涉案。例如乾隆三十三年 (1768)江蘇吳江縣盤獲米商吳廷

元、孫如安等人，在船上所裝載的糶米錢文之內，搜出剪邊錢

7,300 餘文，私鑄錢 18,100 餘文。據供係從浙省海寧縣長安鎮胡

昇咸行內賣米所給，現有行票可驗。進一步審問彼處牙行私錢係

從何來？隨供是聽聞海寧縣翁家埠地方有人剪邊私鑄，行家舖戶

俱在黑夜中收買挑回行使。50由於案涉兩省，中央遂飛飭浙江當

局盡力查緝。同年十二月底，據浙江巡撫覺羅永德回報，查獲朱

瑞麟(又稱朱桂林)糾合多人在翁家埠地方私鑄，並將鑄得小錢賣

於其他舖戶銷贓，而李在雲所經營的胡咸昇行米店即屬其中之

一。51 

總之，乾隆朝錢貴時期困擾官方政府的私錢流通問題，從剪

邊私鑄人犯到行商客販違禁私運，而其中介於兩者之間的錢行舖

戶，卻扮演著極其重要的樞紐地位。他們與私錢犯罪源頭的私鑄

剪邊奸犯勾結，賤價收買，除攙和兌換與地方人民外，更利用行

販客商的遊移特性，將小錢販運外地，滅跡銷贓。對此，乾隆中

期以後清高宗在致力於解決地方私錢泛濫問題上，即清楚指出錢

行舖戶為一大整治重點。52 

3. 行販客商  

穿省過縣，足跡遍及各城鎮鄉邑的行販客商，無孔不入的浸

透力量直接影響及於地方經濟每個角落。假如我們將私鑄剪邊等

私錢罪犯視為私錢犯罪源頭，錢行舖商視作私錢犯罪的中繼站，

則 行 販 客 商 則 可 以 視 之 為 私 錢 流 通 的 輸 送 管 。 乾 隆 三 十 三 年

(1768)江蘇巡撫彰寶的一份奏摺中，即把上述三者的關係作以下

                                                 
50 「貨幣金融」，1269-034，乾隆 33 年 12 月 16 日，江蘇巡撫彰寶奏摺。 
51 「貨幣金融」，1269-036，乾隆 33 年 12 月 26 日，浙江巡撫覺羅永德奏摺。 
52 《清高宗實錄》，卷 837，乾隆 34 年 6 月戊辰，頁 171。諭曰：「錢行舖戶，乃錢所匯集之處，

理應設法查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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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述： 

剪邊之犯剪下錢心，及私鑄之犯鑄出小錢，多係攛賣於開

設牙行者，在於給發客貨錢文內攙和配搭，以致行使甚

廣。……客商因每串所攙小錢既多，則貨價亦可高擡，所

得錢數亦多，情願收受，各圖肥利。53 

在乾隆前期錢貴時代中，由於官方政府對私錢流通採取容忍

的態度，因此相對於各省政府對制錢禁止出境的政策54，而透過

行販客商的關係，使得私錢得以跨越行政區域的疆界限制而流通

外省。天下熙熙，皆為利來，天下攘攘，皆為利往，在求利之心

的趨使下，從一般收買舊鉛廢器小販、雜貨小販、棉花小販、菜

販、瓜販，大至糧食商、米販、糖商、毡貨商、棉布商、棉紬商、

紙商等，在私錢流通中扮演著跨越省縣界線的推手。這些行商客

販，透過地方省縣之間的水路網，將私錢運往外地。誠如高宗一

道上諭中說： 

外省私販，若由陸運，需費繁多，不能獲利，必從水路私

行販運。55 

例如乾隆五年(1740)江蘇淮安盤獲客販顧明遠，據供私錢是安徽

漕運地方錢行內買來，此等小錢每串賣銀六、七錢，意欲運往浙

江，可以市價一兩一錢售出。56而乾隆十三年(1748)福建民人葉

化霖往來閩粵間販售紙張，在廣東潮州府惠來縣東昌錢店兌換剪

邊錢 82 串，除陸續在路上用去外，餘下剪邊錢帶到汀州府被緝

                                                 
53 「貨幣金融」，1269-034，乾隆 33 年 12 月 16 日，江蘇巡撫彰寶奏摺。 
54 關於乾隆初年各省政府對制錢販運出境的討論，可參黨武彥，〈乾隆九年京師錢法八條の成立

過程およびその結末──乾隆初年における政策決定過程の一側面──〉，《九州大學東洋史論

集》，1995 年，第 23 號，頁 62-64；Helen Dunstan, “Orders go Forth in the Morning and are changed 
by Nightfall: A Monetary Policy Cycle in Qing China, November 1744- June 1745,” T’oung Pao, 
1996, Vol.82, pp.105-112. 

55 《清高宗實錄》，卷 1489，乾隆 60 年 10 月丁未，頁 639。 
56 「貨幣金融」，1231-008，乾隆 5 年閏 6 月 11 日，江蘇巡撫張渠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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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57又如乾隆二十三年(1758)江西拏獲客販胡懷萬，即是經常

往來於贛楚之間的貿易商人。58 

行商客販，對地方經濟的物資與貨幣流通，扮演著重要關鍵

性角色。同樣，在私錢猖獗泛濫的時代中，行商客販因貪圖微利

而串通行舖越省私販，或個人貨賣積存小錢惟恐繳官收買致虧成

本，這些因素遂導致乾隆年間私錢流佈日廣。另方面，小錢越省

私販活動本身即屬於省與省之間，縣與縣之內的相聯性問題，當

各地方官員極力打擊商人私販小錢之際，卻僅將整治重心放在所

屬行政轄區內進行，並未加強與鄰近各省區之間彼此採取共同防

範對策。結果，地方官員自顧個人考成，只管門前之雪的心態，

遂成為行販客商得以投機規避的機會。誠如江蘇按察使朱奎揚觀

察所得： 

此縣一嚴，則流竄別縣，此省一嚴，復流竄別省，偶一疎

懈，即仍復如初。59 

4. 鄉紳里甲  

在官方檔案記錄上，經常提到私錢罪犯多屬貧困無聊，貪圖

微利的無知小民。但據目前手邊所得各案涉案份子，卻發現其中

牽涉到社會階層遠比官方表面說辭來得複雜與多面性。從案例可

知，在地方上具身份名望的監生、貢生、武生員等鄉紳階層；里

長、保正、鄉約等里甲人士；衙差、捕役、巡役等地方官員，甚

至旗人皆涉及私錢犯罪案件當中。不僅顯示乾隆年間私錢犯罪人

物的廣泛性，也反映出十八世紀地方案件社會結構層級的多元性

面向。 

                                                 
57 「貨幣金融」，1239-016，乾隆 13 年 12 月 20 日，福建巡撫潘思榘奏摺。 
58 「貨幣金融」，1254-013，乾隆 23 年 10 月初 4 日，署江西巡撫阿思哈奏摺。 
59 《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 25 輯，頁 163-164，乾隆 30 年 6 月初 6 日，江蘇按察使朱奎揚奏

摺；「明清史料」，079483 號，乾隆 30 年 6 月 24 日，刑部移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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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乾隆年間鄉紳里甲私錢犯罪涉案人物表  

時 間 地 點 名 稱 身 份 涉案內容 資 料 來 源 

乾隆 13 年 福建長汀縣 黃思顯 監生 私販剪邊錢 16 串 
「貨幣金融」，1239-016，乾隆 13 年 12

月 20 日，福建巡撫潘思榘奏摺 

乾隆 16 年 貴州普安縣
湯遠兆 

楊介遠 

里長 

鄉約 
通風報信，得錢容隱 

《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 1 輯，頁 592，

乾隆 16 年 9 月初 6 日，貴州巡撫開泰奏

摺。 

乾隆 16 年 貴州普安縣 隴呈圖 監生 得錢容隱 同上 

乾隆 16 年 貴州普安州 林文秀 武生員 私錢鉛錢 同上 

乾隆 19 年 湖南長沙縣 饒復周 監生 私鑄銅錢 

《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 8 輯，頁 392，

乾隆 19 年閏 4 月 27 日，湖南巡撫胡寶

瑔奏摺。 

乾隆 34 年 廣東海陽縣

姚開利 

魏紹敘 

楊高 

吳先 

監生 

監生 

地保 

地保 

借貸私錢，居間說合 

知情不首 

得錢容隱 

得錢容隱 

「貨幣金融」，1272-004，乾隆 34 年 8

月初 9 日，兩廣總督李侍堯，廣東巡撫

鍾音奏摺 

乾隆 34 年 江西樂安縣 袁槐毓 監生 私鑄銅錢 
「貨幣金融」，1274-022，乾隆 35 年 3

月初 2 日，江西巡撫海明奏摺 

乾隆 59 年 貴州桐梓縣
羅正瓏 

萬正榮 

保甲 

地鄰 

得錢容隱 

知情不首 

「貨幣金融」，1344-028，乾隆 59 年 8

月 21 日，雲貴總督福康安奏摺。 

監生、貢生與生員，雖然他們在地方士紳階層中處於最低位

階，但卻擁有與一般平民不同身份，而在鄉鎮等較小的地域範圍

上，也因此具有較大的影響力量。【表 12】顯示，乾隆年間二百

餘宗私錢案件，雖然這些地方士紳人物涉案數量並不多，但依然

體現出私錢犯罪亦不是官方文書所稱，只是一些游惰小民，貧困

無聊百姓才會涉案。 

表中顯示，乾隆年間監生、貢生與生員等糾夥私鑄錢文案件

僅有四宗，惟何以涉案時間主要集中在乾隆中期以前？是否由於

所取得的個案數量太少，無法具體呈現出整體面相？還是與乾隆

中葉錢貴時期下由於通貨供應整體呈現緊縮狀態，社會經濟處於

不景氣的局面有關？目前尚無法作出具體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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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上表案例中，四宗包括：乾隆十六年(1751)貴州普安州武

生文秀夥同黃錫等六人在家私鑄鉛錢60；乾隆十九年(1754)湖南

長沙府監生饒復周糾合彭志遠等七人私鑄，並在饒氏家側屋內搜

出私鑄器具，已造成未磨私錢十四串 61；另外是乾隆三十四年

(1769)江西樂安縣捐納貢生袁槐毓出資糾同本族袁富二等人在

家私鑄，自乾隆三十一年六月至三十四年五月間，先後共鑄私錢

150 餘串。62至於與以上所述案件內容稍異，則是乾隆十三年(1748)

福建長汀縣監生黃思顯涉及私販小錢案，據黃思顯本人供稱向在

閩粵間往來貿易，自廣東換得剪邊錢 16 串，在回閩途中零星攙

和使用。63 

綜觀上述各案，由於地方官員奏報俱相當簡略，內容僅描述

各案參與人犯與搜獲私錢數目，只能大致窺知監生涉及私錢罪

案，人數從個人犯案到六、七人之間的規模，至於涉及私錢數量，

除江西袁槐毓一案因私鑄時間較長以致數量較多外，其他都在十

餘串之內。 

此外，由於士紳階層在地方中擁有一定的身份地位，因此親

自糾夥私鑄個案究屬有限，因此在案例中，監生涉案大多非來自

參與私鑄，而是受賄容隱，知情不首，或居間說合的情事。案例

如乾隆十六年 (1751)貴州普安縣黃士和私鑄，經監生隴呈圖查

出，得銀 42 兩代為容隱64；另外如乾隆三十四年(1769)廣東海陽

縣監生姚開利與魏紹敘，替經營京果錢舖的林阿山出借陳茂榮私

錢 300 串，得利 2,000 文而獲罪。65 

                                                 
60 《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 1 輯，頁 592，乾隆 16 年 9 月初 6 日，貴州巡撫開泰奏摺。 
61 《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 8 輯，頁 392，乾隆 19 年閏 4 月 27 日，湖南巡撫胡寶瑔奏摺。 
62 「貨幣金融」，1274-022，乾隆 35 年 3 月初 2 日，江西巡撫海明奏摺；《清高宗實錄》，卷 856，

乾隆 35 年 4 月壬子，頁 467。 
63 「貨幣金融」，1239-016，乾隆 13 年 12 月 20 日，福建巡撫潘思榘奏摺。 
64 同註 60。 
65 「貨幣金融」，1272-004，乾隆 34 年 8 月初 9 日，兩廣總督李侍堯，廣東巡撫鍾音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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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士紳階層以外，在所見少數個案中，保甲、里長、地鄰、

地保等地方保甲制度中的人物，透過職務特權之包庇，接受私鑄

人犯賄賂，或知情不首、通風報訊下涉案。例如在乾隆十六年

(1751)貴州普安縣何聯登私鑄案中，可以發現負責地方治安巡防

的里長湯遠兆，擔當地方教化工作的鄉約楊介遠，案發前收賄容

隱，案發後得知官府緝捕，向人犯透漏信息而使之得以聞風逃

脫。66其他個案，如乾隆三十四年(1769)廣東海陽縣郭阿添私鑄

案，以及五十九年(1794)貴州桐梓縣破獲龐大私鑄集團劉榮厚聚

眾私鑄案中，皆可以看到保甲、地保、地鄰的身影。67 

事實上，由於各省官員管轄行政區域相當廣大，對地方事務

治理根本無法達到如臂使指那樣效率，他們必須依賴這些基層保

甲成員，協助推動諸如戶口編查、維持治安、催收稅賦、宣諭教

化等工作。然而，清代保甲組織是否能發揮既定的正面功能已受

到質疑，但組織成員卻利用官方所賦與特權，收賄勒詐，串通匪

類，成為地方治安的隱憂。68 

5. 衙役與旗人 

地方治安隱憂不僅來自保甲制度功能的變質，而地方衙門差

役、州縣官員家人等藉查拏私錢為名，行索詐取財之實，甚至迫

斃人命，更是地方治安的嚴重問題。乾隆二十一年(1756)浙江巡

撫楊廷彰(1688-1771)奏摺中指出： 

奸胥蠹役，魚肉小民，此輩居心險惡，遇事生風，誣良嚇

詐，幾成慣技。69 

                                                 
66 《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 1 輯，頁 592，乾隆 16 年 9 月初 6 日，貴州巡撫開泰奏摺。 
67 廣東案例見「貨幣金融」，1272-004，乾隆 34 年 8 月初 9 日，兩廣總督李侍堯，廣東巡撫鍾音

奏摺；貴州案例見「貨幣金融」，1345-020，乾隆 59 年 10 月初 3 日，雲貴總督福康案奏摺。 
68 瞿同祖著，范忠信等譯，《清代地方政府》(北京，法律出版社，2003 年)，頁 254。 
69 《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 14 輯，頁 744-745，乾隆 21 年 6 月 28 日，浙江巡撫楊廷彰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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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要求地方官員約束吏役，避免彼等藉執行公務而侵害商民，

朝廷相關政令何止三令五申。但在官官相護、彼此包庇縱容的官

場文化下，受害商民經常含怨莫辯，申訴無門。在瞿同祖研究中

指出，縣衙差役地位低下，薪水待遇微薄，其中尤以捕役、差役

為甚。但由於他們身處於可以濫權的職位上，以致經常發現透過

各種機會或管道對商民索賄勒詐。70乾隆五十九年(1794)清高宗

諭曰： 

查禁小錢，最易滋弊。若奉行不善，則番役胥隸捕快等即

藉端擾累，於舖戶中實在私用小錢者，轉得受賄，置之不

問。而於無干商民，輒借查禁為名，任意勒索。71 

【表 13】乾隆年間縣衙役差勒詐商民案件表  

年 份 地 點 人  犯 職 稱 罪 名 資 料 來 源 

乾隆 21 年 浙江海鹽縣
吳良、陳貴、高

安、徐貴 
縣役 借差索詐，逼斃人命

《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 14

輯，頁 744-745，乾隆 21 年 6

月 28 日，浙江巡撫楊廷彰奏

摺 

乾隆 29 年 安徽蕪湖縣
李彩 

馬二 

縣差 

家人 
借端勒詐，以財行求

《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 23

輯，頁 171-172，乾隆 29 年

11 月 12 日，兩江總督尹繼善

奏摺 

乾隆 43 年 湖北均州 

宋鏡 

龔林、劉順、陳

全、方貴、畢仲、

金松 

均州知州

差役家人
借端勒詐，以財行求

《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 43

輯，頁 548-549，乾隆 43 年 6

月 26 日，湖廣總督三寶奏摺

在以下幾個案例中，即充份反映出乾隆年間地方差役如何透

過官方查禁小錢機會，向商民非法攫財的惡行。 

乾 隆 二 十 一 年 (1756) 浙 江 海 鹽 縣 訪 獲 民 人 任 廷 彪 私 鑄 錢

                                                 
70 瞿同祖著，范忠信等譯，《清代地方政府》，頁 95-123。書中提到衙役通常被編為四班，皂班、

快班、民壯和捕班，其中第四班負責地方治安警衛，緝私巡防工作。 
71 「貨幣金融」，1343-029，乾隆 59 年 6 月 29 日，轉引自綿恩等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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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供出曹有年、卜覲光、倪禹高等人。縣差吳良等人前往拘拿，

並暗中商謀勒詐索財。在曹有年家將曹妻鍾氏、弟婦王氏、吳氏，

及無干之族人曹允華捉拏，私刑拷責，詐得錢文 40 串；又至卜

覲光家，將卜妻曹氏，同居曹嘉祚之妻夏氏，勸解之蕭禹範捉拏，

恣意拷索。經曹嘉祚給錢 3 串領回夏氏，禹範給錢 5 串始得釋放，

惟吳良將卜曹氏私押在家月餘始釋；此外又故意案外牽連，赴無

涉之監生倪聞思家，挖窗入室，將倪妻李氏捉拏，李氏死拒不堪，

情極自縊，吳良等嚇逼倪聞思私和。惟李氏堂弟李書巢與徐耕書

意欲首官，吳良等以牽涉私鑄案恐嚇誣陷，分別詐取錢文 40 串，

所得錢財各人俵分，海鹽縣知縣蔣祖培知情隱瞞，隨經嘉興府知

府李星曜訪聞嚴查。72 

乾隆二十九年 (1764)發生於安徽蕪湖縣差役與知縣管門家

人勒詐索財案，緣該縣捐職州同陳廷弼(即陳廷璧)開張銅鐵店生

理，在給發腳夫王三挑鐵腳價錢內，攙有古錢及剪邊錢 55 文。

王三欲首，索詐得錢 6 串。後經該縣宋樹穀訪拿審明後將陳廷弼

釋放，縣差李彩借端勒詐，得錢 3,600 文，而宋樹穀管門家人馬

二又恃機強借得銀 32 兩。73乾隆二十年代以後，經湖南巡撫馮鈐

奏請，官方開始著手整頓地方小錢。74案中陳廷弼攙搭古錢與剪

邊錢文，實係平日賣鐵收存，未經檢淨交官收買，並非心存攙和

收買，然而這樣的政令，卻成為地方胥吏敲詐勒索的途徑。 

此外，乾隆四十三年(1788)在湖北均州爆發知州藉查禁小錢

名目索賄舞弊，更是各案中地方官員涉案層次最高的一個案例。

緣四月初湖廣總督三寶見市中錢文多攙雜小錢，乃通行各屬出示

                                                 
72 《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 14 輯，頁 744-745，乾隆 21 年 6 月 28 日，浙江巡撫楊廷彰奏摺。 
73 《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 23 輯，頁 171-172，乾隆 29 年 11 月 12 日，兩江總督尹繼善奏摺；

「明清史料」，092894 號，乾隆 29 年 12 月 22 日，刑部移會。 
74 關於乾隆二十年代中央對整頓地方小錢政策，參見鄭永昌，〈清代乾隆年間的私錢流通與官方

因應政策之分析〉，頁 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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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買銷燬。均州知州宋鏡遂起訛詐之心。在搜查孫正成、翟鈞兩

家錢舖，內剔出小錢 600 餘文，同時將店夥鎖帶回署，遣差役劉

順等往喚孫、翟兩人，究問小錢來歷，探知兩姓家資稍裕，宋鏡

差令家人金松授意，經承張士秀說合，令兩人出資二千兩，又家

人、差役等各詐得銀 155 兩，錢 20 串。後孫正成知宋鏡與該州

守備李文宣不和，遂向守備具控，移府審理。75 

以上三個案例，具體顯示出乾隆年間的私錢犯罪案件，雖然

基本上屬於私鑄、私銷以及私販等情由。然而當官員諭令查禁私

錢的過程中，地方差役遂藉由緝查私錢為由，或向案犯家屬恃機

訛詐，或對無辜商民恐嚇索財，其中甚至釀出人命。反映清代地

方治安所隱藏的不穩定性，而地方知縣卻往往對屬下偏袒縱容，

案發後刻意隱瞞，有意寬縱。透過以上的描述，提供我們了解十

八世紀乾隆年間私錢犯罪案件，地方捕役從中涉案的另一面相與

緣由。 

最後稍作補充有關地方旗人的涉案情形。在目前所蒐集到約

二百餘件私錢犯罪案例中，只有一宗是旗人涉案的案例。乾隆三

十三年(1768)據兩江總督尹繼善奏報，查出江寧縣民人楊文正，

先後在乾隆二十九年(1764)四月租賃正紅旗披甲六保房屋、乾隆

三十二年(1767)透過鑲紅旗步甲明阿圖，向鑲黃旗披甲額爾登租

借房屋，進行私鑄。而上述旗人因圖獲房租，容留民人私鑄錢文。

而案發後江寧將軍富椿有意容隱包庇，後經按察使吳壇審明具

呈。而案中負連帶責任的將軍、副都統、協領等官員皆遭受輕重

不等的懲處。76事實上，旗人涉及私鑄案件在私錢犯罪上究不多

見，而民人楊文正先後兩次私鑄俱向旗人租賃房屋，其與旗人之

                                                 
75 《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 43 輯，頁 548-549，乾隆 43 年 6 月 26 日，湖廣總督三寶奏摺；第

44 輯，頁 719-722，乾隆 43 年 9 月初 8 日，湖廣總督三寶奏摺。 
76 「明清史料」，089888 號，乾隆 33 年 10 月初 6 日，兩江總督尹繼善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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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關係究屬如何？由於案件內容語焉不詳，仍難以進一步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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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案犯對官方取締私錢政策之規避手段  

第四章曾針對乾隆年間官方政府為了整治地方私錢猖獗，提

出各種因應與處理對策。相對地，本節將試圖進一步根據檔案史

料，深入探索私錢罪犯在面對官方加強刑罰威嚇作用下，他們在

犯案過程中如何去規避法律制裁，圖謀減輕涉案刑責；其次，在

目前所見私錢犯罪案例當中，我們可以發現部份案犯巧妙地透過

省與省，縣與縣之間不同層級政府各自為政而尚未建立共同打擊

私錢販運工作的漏洞，暗中從事興販謀利的走私小錢活動。 

關於私錢罪犯規避法令，鑽營法律漏洞的情況，透過許多地

方官員親歷觀察與審理私錢案的奏報中可見一斑。例如在乾隆八

年以前官方法例尚未對將私鑄鉛錢立定禁令，因而人民大肆私鑄

鉛錢，行用各省。據閩浙總督那蘇圖奏摺指出，包括浙江嘉興縣

朱仁遠私鑄鉛錢，而福建先後在同安、南安、南平、永安等縣俱

查獲人民私鑄鉛錢案例，至於寧化縣案犯則供稱鉛錢是從江西鉛

山縣河口地方錢舖中兌得帶回。人民為了規避私鑄制錢觸犯例

禁，而卻私下鑄造無法可管的鉛錢。那蘇圖即認為： 

臣查私鑄制錢已有定例，私造鉛錢作何治罪，向無明文，

若不申明禁令，則此輩嗜利骫法，勢無底止。77 

在那蘇圖奏請之下，乾隆八年(1743)清廷遂正式將私鑄鉛錢納入

律例進行查禁。然而，當立法之初，原以鉛錢不需用銅，故無銷

燬制錢顧慮，因此對私鑄鉛錢的刑罰較私鑄銅錢稍輕，其後禁令

又加進鑄不及十串犯人得以減等發落，因而私鑄之人更可以避重

就輕，規避更重的刑罰責任。如江西布政使富明安所言： 

私鑄銅錢例禁綦嚴，而私造鉛錢，以其與銅錢有間，禁令

                                                 
77 「貨幣金融」，1233-009，乾隆 8 年 3 月初 8 日，閩浙總督那蘇圖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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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寬。固屬權衡輕重之意。但人情趨立如騖，奸民之巧詐

日生，以私鑄銅錢費繁罪重，錢質輕小，又易於識破，尚

不敢輕犯，惟私造鉛錢，本少利多。……用薑黃明礬煮染

黃色，儼然制錢無二，較之私鑄砂殼銅錢，更為完美，攙

和行使，難以辨別敗露，即或事發，隨造隨賣之外，所存

無多，更易避重就輕，以符不及十千減遣之例。78 

乾隆初年私鑄鉛錢案件之多，可以具體反映出私鑄犯在考慮規避

相對於私鑄銅錢較高的刑責與鑄錢成本外，而其隨造隨賣，手中

所存無多，即使案發亦可免除死罪處分。鉛錢私鑄問題，在乾隆

二十年代以後逐漸銷聲匿跡，也未見官員再有任何相關的奏報或

討論。 

然而，長期困擾清政府的制錢私銷與剪邊問題，歷經中央一

再加重私銷刑罰的程度，惟效果依舊不彰。究其原因，政府在取

締銷燬制錢律例中，原不包含制錢剪邊部份，直到雍正年間始對

制錢剪邊行為列為查禁行為，但不過仍以一錢四分重大制錢為對

象，至於康熙年間政府所鼓鑄的一錢重小制錢，則尚未列入禁令

範圍。結果，遂成為私錢罪犯得以有機可乘，攫取私人利益。如

安徽巡撫衛哲治奏稱： 

查奸徒將制錢剪邊，打造器皿，與銷燬無異，根尋私銷之

弊，而剪邊已有顯跡。但定例剪邊至十千以上者，為首照

私鑄律絞候，不及十千文，為首照燬化小制錢例枷杖發遣。

罪名較輕於私鑄、私銷。……罪名既輕，而可獲厚利，以

致奸民趨之如鶩。……刁民剪邊日眾，而剪下餘銅銷燬打

造器皿，究與私銷無異，更未便任其避重就輕，巧於玩法。

                                                 
78 「貨幣金融」，1262-028，乾隆 26 年 12 月 18 日，江西布政使富明安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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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江西按察使范廷楷同樣也有類似的觀察： 

江省嚴查私銷，乃各屬弋獲均屬私鑄，……追問銅鉛來歷，

則供剪取邊錢，鎔化改鑄。當將所剪錢邊錢心細加體認，

始悟剪邊之弊，同於私銷。……該犯等將制錢一文剪下厚

邊，可鑄輕小砂殼二文，所餘錢心仍可攙雜行使。合計一

錢可獲三文之用。……臣思十千以下，或因發覺日早，為

數無多，或因問官草率，任犯絞飾，而法輕易犯，不足以

杜奸偽而挽頹風。80 

在江西地區，先後查獲瑞金縣劉起賢、雩都縣宋起祥，寧都縣孫

輝仁與崇仁縣鄧集風等人的剪邊錢案例，匪犯即利用朝廷法令對

制錢剪邊刑罰較寬，遊走於法律漏洞之間。據地方官員的奏摺強

調，私銷制錢以及將制錢剪邊，應該同屬於燬損制錢的行為，因

而在乾隆二十一年(1756)，經廣西按察使梁翥鴻的奏請下，將原

來私銷與剪邊輕重不等的刑罰統一，比照私銷例擬罪，藉此遏止

地方剪邊之風。81據刑部尚書鄂彌達覆奏： 

查律內載有燬化小制錢，為首發遣，為從滿流之條例，與

燬化制錢之罪輕重懸殊。……雖現在各省開爐鼓鑄，均係

大制錢，然從前之小制錢，各省尚有行使，似未便留此輕

罪條例，使奸徒巧於趨避，問官得以高下其手。82 

除了刑罰禁令制定之初漏洞百出致使奸民得以避重就輕，狡

供規避外，部份審理官員的塞責與心存姑息，也造成私錢罪犯得

以從輕法落，甚至成為累犯。例如乾隆二十九年(1764)江西布政

                                                 
79 《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 7 輯，頁 368-370，乾隆 19 年正月初 10 日，安徽巡撫衛哲治奏摺。 
80 《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 6 輯，頁 555-556，乾隆 18 年 10 月 27 日，江西按察使范廷楷奏摺。 
81 《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 15 輯，頁 291，乾隆 21 年 9 月初 4 日，廣西按察使梁翥鴻奏摺。 
82 《明清檔案》，A193-68，乾隆 21 年閏 9 月 23 日，刑部尚書鄂彌達副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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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張逢堯所言： 

近年各省私鑄發覺之案甚多，而請照不及十千之例從寬完

結者，正復不少。查私鑄之犯，或因鑄非其地，尚未開爐，

旋即被獲，或因甫造器具，風聞查拏，畏罪中止。此等情

罪，容或有之，若既鳩工開鑄，多在深山密菁之中，賄通

鄉保，大爐廣鑄，非至年深月久，斷難破敗。此種不及十

千之案，非由本犯狡供規避，即係問官有意姑息。夫人情

莫不貪生畏死，奸民恃例禁之稍寬，不犯則肆行無忌，犯

則可以避重就輕。是欲令奉法而轉啟犯法之端。83 

而乾隆三十年(1765)江蘇按察使朱奎揚也認為： 

地方官一經拿獲，惟恐擾累，率皆聽其捏稱無心夾雜，為

數無多，不過枷杖，從輕完結，從未見有按例處治。…無

怪市伶之徒，貪利玩法，視為積慣生涯，竟成牢不可破之

隅。84 

問官之間心存姑息造成私錢案犯得以肆行無忌，貪利玩法。而地

方官員間的各自為政，也是提供案犯利用的大好機會。由於查禁

私錢各省步調並一致，彼此實行時間有遲速，寬嚴程度亦因地而

異，個別地區的情況則因當地曾查獲私鑄案件，因而搜捕行動也

較鄰近區域積極。因此，由於查禁地區性差異，也成為私錢罪犯

利用作為犯案銷贓的手段。江蘇按察使朱奎揚奏摺繼續指出： 

惟此縣一嚴，則流竄別縣，此省一嚴，復流竄別省，偶一

疎懈，即仍復如初。若非鄰省互相究禁，認真辦理，終屬

                                                 
83 《宮中檔乾隆朝奏摺》，第 23 輯，頁 197-199，乾隆 29 年 11 月 15 日，江西布政使張逢堯奏

摺；《清高宗實錄》，卷 728，頁 17，乾隆 30 年 2 月己卯。 
84 「明清史料」，079483，乾隆 30 年 6 月 24 日，刑部移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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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名無寔。85 

上述官員所描述的狀況，從所見檔案記錄有關私錢人犯供詞

中即可得到印證。例如乾隆十四年(1749)廣東東莞縣郭萬占私鑄

鉛錢案中，據人犯郭萬占供稱鉛錢在增城縣鑄造，適因當地不久

前查獲謝德恭等人私鑄拒捕大案，引起當地的巡役與商民警剔，

以致所鑄鉛錢不能在當地行使。86遂將鉛錢帶往東莞石隆地方，

換與平日相熟的謝芳長。87 

而前文曾引述乾隆三十四年(1769)破獲廣東海陽縣郭阿添私

鑄案內，郭阿添等人即供稱乾隆三十二年(1767)先後鑄錢五百餘

串，原透過當地開設京果錢舖的林阿山攙和販售，卻因當年海陽

縣當地查出林阿溜私鑄銅錢，又在揭陽縣起獲陳家生私鑄事件，

林阿山即告知各縣私鑄疊次破案，不能在行攙買，遂使小錢存積

無法出脫。
88
三十三年(1768)間，因陳茂榮欲赴浙江置貨，以浙江

小錢獲利甚厚，乃透過監生姚開利向林阿山借得私錢三百餘串，

載往浙江乍浦地方行使。適浙江海寧縣地方同年查出朱桂林私鑄

事件89，引發浙江當地官員查緝私錢行動，以致陳茂榮所帶三百

餘串私錢亦無法出脫，存寄於吳七家中，原待禁令稍弛，才行易

貨行用。90 

縱觀乾隆乾隆前期私錢罪犯，一方面是利用法令規定上的不

完善，以致感於貪利冒法；其次，由於地方官員之間各自為政的

                                                 
85 同前註。 
86 關於謝德恭私鑄拒捕案內容，參「軍機處檔奏摺錄副」，004896 號，乾隆 14 年 8 月初 7 日，

廣東巡撫岳濬奏摺錄副；「貨幣金融」，1240-022，乾隆 14 年 8 月初 7 日，廣東巡撫岳濬奏摺。 
87 《明清檔案》，A171-10，乾隆 16 年 3 月 27 日，刑部尚書阿克敦題本。 
88 「軍機處檔奏摺錄副」，010187 號，乾隆 34 年 6 月 29 日，兩廣總督李侍堯，廣東巡撫鐘音奏

摺錄副；「貨幣金融」，1272-004，乾隆 34 年 8 月初 9 日，兩廣總督李侍堯，廣東巡撫鐘音奏

摺。 
89 關於朱桂林私鑄案，參「貨幣金融」，1269-036，乾隆 33 年 12 月 26 日，浙江巡撫覺羅永德奏

摺。 
90 「貨幣金融」，1271-006，乾隆 34 年 5 月 29 日，浙江巡撫覺羅永德奏摺；1271-028，乾隆 34

年 7 月初 6 日，浙江巡撫覺羅永德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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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態，使得奸徒得以利用各地區內錢價落差，藉此私運興販謀利。 

本章主要根據乾隆年間清代檔案二百一十餘起私錢犯罪案

件為軸心，探討乾隆前期錢貴時代下私錢犯罪案件的時代特色、

區域變化、案犯涉案動機、社會階層屬性、以及案犯如何利用官

方私錢政策的缺失，遊走於法律邊緣等課題。 

就私錢犯罪時間特色而言，透過二百一十餘起私錢犯罪案件

分析，乾隆前期錢貴時代私錢犯罪數量並不少於向來學者普遍關

注的乾隆晚期錢賤時代，其中尤以乾隆三十年代數量最為顯著；

另方面，在錢貴時代中私錢犯罪種類形式亦較晚期顯示多樣化的

面相，除一般熟知的私鑄與私販錢文外，私銷制錢、剪邊私鑄、

私鑄鉛錢等犯罪類型等活動呈現出錢貴時期下私錢犯罪的多元

特色；至於各案中所涉及人犯與私錢數量，則錢貴時代俱屬小規

模的私錢犯罪情況。 

在私錢犯罪地域變化方面而言，本文指出，數據顯示乾隆二

十年代以前私錢犯罪以華南閩粵贛等區域為主，到乾隆三十年轉

向長江下遊江西與江浙地區，而乾隆晚其則又大多集中於長江

中、上遊湖廣以及川滇黔諸省。 

至於私錢案犯犯罪動機方面，透過檔案中犯人供詞的分析，

主要起因於迫於生計，貧難度日，但究竟所供為真正犯案動機，

抑或意圖規避刑責以獲取審訊官員罔開一面？供詞本身無法進

一步得到證明；其次由於貪圖私利，此原因在本文各案犯涉案動

機中所佔最多數。從案犯背景分析，他們大多為一般行商小販，

利用地方市場人民日常交易之便，將私錢攙於制錢混雜使用，從

中謀利，案犯所涉錢為數量亦屬少數，卻充份反映地方小商販謀

取私利，精打細算的現實性格；至於因對商貿前景悲觀引發個人

涉案動機，則體現出錢貴時期地方市場商販對時局經濟景氣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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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切感受的不安心理。 

此外，本文嘗試對私錢犯罪案件中涉案人物的社會階層與職

業背景等方面進行分析。其中包括迫於生計，受人鼓動慫恿的退

役爐匠，他們擁有專門熟悉的鑄錢技術，成為案犯極力爭取入夥

私鑄的對象；至於地方上從事金融兌換業務的錢舖錢桌，從事日

常零星買賣的舖戶商民，往往與私鑄罪犯勾結串通，成為重要的

銷贓管道；至於行商客販，卻成為整個私錢流通體系中扮演輸送

管的角色，透過地方省縣的水路網絡，將地方私錢私販或夾帶至

外省價貴地方獲利；此外，在案件中亦可看到地方具有名望的監

生、貢生、武生等士紳階層涉案情形，在目前所見案例，監生等

涉案數量雖然有限，但多大集中於乾隆朝錢貴時期，是一值得關

注的現象。至於地方里甲組織下的里長、保正、鄉約等人物，同

樣在某些案例中出現其身影，雖然案例中未見其直接參與私鑄活

動，但往往受賄容隱，知情不舉，或通風報信等行為而涉案；而

地方衙門差役、州縣官員家人等藉查拏私錢為名，行索詐取財之

實，甚至迫斃人命，構成地方治安的嚴重隱憂；最後，旗人也在

二百餘件案例中零星找到涉案例子，雖然案件內容中顯示旗人同

樣並非直接參與私鑄活動，而是往往因誤租房舍予私鑄人犯下遭

受牽連。從上述各色人物涉案的描述，具體顯示乾隆朝錢貴時期

私錢犯罪成員人物社會階層的廣泛性與多元性面向。 

至於私錢案犯利用官方私錢政策的缺失，法律漏洞遊走於法

律邊緣的情況，反映私錢罪犯對官方私錢禁令的了解。例如鉛錢

在尚未正式納入刑罰規章之前，私錢罪犯即利用地方官無法可管

的情況，大量從事私鑄鉛錢活動；同樣，當官方嚴厲取締大制錢

私銷與剪邊政策下，案犯則從事小制錢的私銷與剪邊行為；此

外，巧妙利用省與省之間官員各自為政、彼此缺乏行政協調的情

況，亦是私錢罪犯規避法律的一種方式，當本省查禁即流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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省，當本縣取締即竄走他縣，非法從事走私小錢活動。乾隆前期

私錢流通的蔓延，充斥，從案犯巧妙規避刑責、遊走法律邊緣的

手段來看，似非官方檔案描述下的無知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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